
美国“再工业化”和能源革命进展
及对中国的影响
内容摘要：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美国为重振实体经济推动了“再工业化”战略和能源革命，为美国经济走出危机发挥了积极作用。自2009年以来，美国实体经济部门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逐渐回升，商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地改善了对外贸易逆差状况，拉动了美国经济回升。美国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调整，虽然还没有打破中美经贸互补结构，但为了保护本土市场和就业，维持对中国的技术代差，美国必将增强对中国的技术封锁，阻碍中国对外投资，这无疑将增大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困难。中国需要积极应对中美经济再平衡产生的摩擦性竞争，促进国内结构调整顺利完成。
一、美国“再工业化”和能源革命进展分析

1. 实体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有所回升

金融危机的爆发使美国充分意识到不能继续依靠金融创新和信贷消费来拉动经济，必须重振实体经济部门，依靠扩大出口和国内制造业的增长建立新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以改变经济过度虚拟化现象，重塑实体经济部门的竞争优势。为此，美国自2009年推动了“再工业化”战略和新的能源革命，为走出低谷、恢复经济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上世纪80年代，美国实体经济部门
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还有30%左右，之后呈现震荡下滑态势，到2009年实体经济部门增加值占比已经下降到18.9%。2010年以来，得益于美国一系列结构调整政策的实施，美国实体经济部门增加值占比逐渐回升，2013年已经恢复到20.3%的水平，比2009年的低谷上升1.4个百分点，虽然尚未达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但已经显示美国的结构调整战略正在发挥作用，回归实体经济已取得初步成效。

美国实体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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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能源革命为美国实体经济振兴发挥了明显作用

多年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最大的原油进口国，这不仅加剧了美国的贸易逆差，同时也影响了美国的能源安全。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决心依靠本土油气资源开发特别是页岩油气资源的开采和技术进步，扩张本土油气产量，争取到2020年实现能源独立。这一新的能源政策推动美国油气开采业实现快速增长，2010-2013年美国采矿业投资年均增长14%，美国本土原油产量已经从2008年的500万桶/天提高到2014年的870万桶/天，近三年的年均增速超过15%，目前原油产量已创下自1986年以来的新高。加上天然气及其他矿产产量的稳步增长，美国采矿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从2009年的2.0%上升到2013年的2.7%，上升了0.7个百分点，其中油气开采业增加值比重上升了0.4个百分点，达到1.8%。油气开采业的较快增长，使得2009-2013年采矿业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5%，其中油气开采业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6%。美国本土油气资源开发降低了美国的能源成本，自2008年以来美国制造业综合能源价格指数下降了6%以上，加上技术进步导致能源消耗强度降低，2008-2013年美国单位制造业增加值能源消耗成本下降了33%以上，增强了美国制造业盈利能力，企业盈余占制造业增加值比重上升了6个百分点。

3.“再工业化”战略推动了制造业回升

金融业泡沫化和制造业外流一度导致美国产业空心化，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15.1%下滑到2008年的12.3%，并在2009年进一步滑落至11.9%的历史最低水平。美国经济去工业化的结果导致美国失业率不断攀升，并陷入金融危机之中。为重振美国制造业和创造就业，美国政府先后推出《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制造业促进法案》、“五年出口翻番目标”等一系列“再工业化”的政策措施及战略部署，重点放在汽车、装备制造、新能源、环保等领域，以期通过制造业的回升带动美国经济走出低谷，并占领全球新技术革命的制高点。在“再工业化”战略的推动下，美国制造业回升势头明显。2010-2013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平均增速达到3%，高出同期GDP增速0.9个百分点，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09年的11.9%回升到2013年的12.3%，上升了0.4个百分点；在整个实体经济部门就业人数仍然下降的情况下，美国制造业新增就业90多万人，为改善就业做出一定贡献。制造业的重新崛起对美国经济回升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2009-2013年制造业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5.2%，其中贡献较大的制造业部门是汽车及零配件、原油加工、化学工业、机械设备、计算机及电子产品、金属加工等，显示出美国制造业全面振兴的势头。同时，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在2009-2013年增长了13.5%，企业竞争力明显提高。

4. 商品出口对美国外贸逆差改善贡献较大

2014年10月美联储宣布结束量化宽松政策，表明美国经济已经逐渐走出低谷恢复到正常增长轨道。从支出法GDP数据分析，美国经济的复苏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明显改善。2013年美国外贸逆差比金融危机发生前的2007年大幅下降了32.5%，外贸逆差改善对其间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2%，其中商品贸易逆差的收窄对美国外贸逆差改善的贡献率达到52.2%。2007-2013年，美国商品贸易出口大幅增长了36.7%，而商品进口仅增长15.5%。推动美国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的主要动力是能源产品、制成品出口的明显扩张，2007-2013年美国机械设备出口对商品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1.1%，原油、天然气及其制品对商品出口的贡献率为18.6%，汽车及零配件的出口贡献率为13.6%，化工、民用航空和金属及非金属制品的出口贡献率分别为7%、5.8%和5%。整体上，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和能源革命已经提振了美国出口竞争力，并成功推动美国出口结构转型，改善了美国贸易逆差。2013年美国商品出口额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7%上升到2013年的9.5%，显示出美国振兴制造业、扩大出口的经济战略已经取得初步成效。

2007-2013年主要产品对美国商品出口增长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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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再工业化及能源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1. 中美经贸整体上的互补结构还没有被打破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美国经济结构及外贸结构的调整还没有严重影响中美两国经贸互补性，美国经济复苏的主要贡献依然来自于美国的国内消费增长和金融、地产、科技、环保、医疗等服务业的回升，商品贸易逆差仍然巨大，服务贸易保持着明显的顺差优势。在国际市场上，美国在金融、法律、知识产权等服务领域保持着强大的国际竞争力，而中国在服务贸易上仍然存在明显逆差，服务贸易进口需求依然较大；制造业方面，尽管美国制造业重新崛起取得初步进展，但在产业梯次上中美两国仍存在整体上的代际差距，美国制成品出口主要集中在中高端市场，特别是在汽车及零部件、高端装备、民用航空、计算机及电子产品、化工等领域的中高端环节，而且在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中美国已经占领了先机，技术创新能力远强于中国。中国的制造业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仍然较低，对中高端产品仍有较强的进口需求。整体产业布局上，中美两国仍然是呈现较强的互补结构，远达不到在国际市场上形成全面竞争的格局。

2. 美国向制造业回归增大了中美两国贸易摩擦发生机率

过去几年，美国针对中国在不锈钢钢管、光伏、轮胎等产品领域展开了反倾销调查，显示出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发生的机率明显增大。美国回归制造业的首要目的是要创造就业，解决居高不下的失业率问题，2009年美国制造业部门损失了157万个就业岗位，占当年美国就业损失人数的25%；2009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缓慢攀升，到目前仅增加90多万个就业岗位，制造业就业人数仍没有达到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成为美国亟待解决的难题。由于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较快，特别是中高端制造业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有限，而由于能源、劳动力成本的下降使低端制造业在本土市场竞争力明显回升，又是制造业吸收就业的主要领域，势必成为美国加强保护的产业部门。因此，美国在一些中低端产品领域针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与美国“再工业化”战略高度相关，虽然不影响两国经贸大格局，但也必然对中国出口环境、国际产业资本转移等产生一定影响。

3. 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将面临来自美国的打压

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长远目标是通过新一轮技术革命，发展高端化、清洁化、智能化的现代制造业，占据全球制造业新的制高点，这与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基本一致。在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等领域，美国加强了技术创新步伐，力求形成新的技术垄断，势必会凭借技术、标准、专利、知识产权的先发优势和领先地位，增大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力度，而且美国出口拉动型增长战略主要在高端制造业领域发力，特别是在汽车及零部件、民用航空、高端装备等方面美国已经增强了技术领先优势，这不利于中国在高端制造方面拓展国际市场，在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升级方向上，中美两国之间的互补性将逐渐减弱，而竞争性将会明显增强。在技术升级和市场空间上，中国将面临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

4. 中国制造业“走出去”阻力增大

近年来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失败案例较多，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项目的批准率只有30%左右，从中海油收购优尼科、鞍钢在美建厂、华为收购美国三叶公司等项目均告失败可见，中国企业拓展美国市场受到明显掣肘。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需要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通过收购兼并、绿地投资等方式达到获取先进技术、拓展国际市场、占据重要资源等目标，这也意味着和美国企业将在同一平台展开竞争，对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形成一定不利影响。为保护本土市场、避免技术外泄和防止资源外流，美国必然会利用各种非经济的借口驳回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申请，同时也会利用其影响力阻挠中国企业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投资，抹黑中国的对外投资战略，以阻碍中国产业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
三、政策建议

1. 加强研发投入力度，提高技术创新组织效率

中国和美国在技术创新上的差距，不仅体现在研发投入强度上，也体现在技术创新组织体系上。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需要切实增强研发投入强度，提高研发投入效率，加快技术创新步伐，改变制造业多数产品核心技术被外国垄断的局面。应以增大政府投入为先导，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提高产学研平台的运作效率，分散产业技术创新风险，以政府和企业共同投入支持基础性研究和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形成整合、高效的技术创新组织体系，实现成果共享，使研发投入发挥最大化作用，提升技术创新效率。

2. 加快服务业发展，保障就业稳步增加

在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技术、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明显，使得中美两国都面临一定的就业压力。美国强大的服务业是创造就业的主要部门，金融危机后就业水平的回升也主要依靠服务业。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升级必将对就业结构产生影响，需要通过加快发展服务业保障劳动力稳步转移。特别是物流、科技、商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还应加快税制改革，创新并完善金融服务，创造服务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3. 降低融资成本，提高制造业竞争力

美国制造业的回升也得益于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较低的融资成本成为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取得进展的重要保障。目前美国一年期抵押贷款利率只有2.5%左右，长期抵押贷款利率也只有3-5%的水平，而中国目前一年期贷款利率为6.15%，在实际执行中只有大型企业的贷款利率能保障在6.5%左右，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普遍在10%以上。融资成本过高是目前影响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需要切实采取措施完善资本市场体系，改善金融服务效率，清理不合理收费，降低制造业融资成本，增强企业投资能力。

                              （经济预测部：王硕）
� 实体经济主要包括农业、建筑业、采矿业和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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